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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主義社會理論基本上是—種話語理論。在它看來，一切現象都是依照一定符號和規則建立起來的話語文本，“文本即一切，文本之外別無他物”(德里達語)。不過我們透過後現代主義者對話語(或文本)意義的分析可以發現，他們所謂“文本”並非自有其意義，而是在現代制度場景中、通過大量制度性實踐被社會地建構起來的，因而話語分析必然涉及到社會及制度的層面。這要求我們不能對後現代社會理論做尋章摘句的分析，而必須透過後現代主義文本分析其社會思想實質。

我們所選取的四個代表人物在社會理論上切入問題的角度各不相同，但卻可互為補充：福科以其《規訓與懲罰》為中心，對現代社會的權力壓迫機制進行深刻歷史研究和理論透析，他展開其社會理論的獨特視角是對現代社會壓迫機制的揭示；德勒茲和加塔利運用改造過的佛洛德欲望理論，從微觀(個人)的角度，對現代社會進行全面的批判和瓦解；利奧塔從維特根斯坦語言遊戲理論出發，運用語用學方法，從話語理論的角度重新詮釋後現代社會狀態；鮑德里亞的獨特視角是對人在未來社會生存策略的設計，他主要考慮的是高科技社會的一般特徵、以及人在這—社會的生存狀況。

後現代社會理論雖不是一個統一的體系，但我們還是可以總結它的一些共同特徵：首先，它對社會只是進行微觀分析。由於拒絕辯證法和總體化的方法論，後現代理淪只強調差異、多元、片段、異質分裂，對理性、共識、總體性、系統、社會概念則一味拒斥。這既是它的優點，但局限性也存在於此。就其優點言，微觀分析看到現代權力運作和制度的複雜性和嚴重性；就其作為缺點言，微觀分析大多是一種文化分析，忽略了那些對我們社會生活起決定作用的資本、國家、階級、制度等社會因素．這使後現代主義在社會作用上有保守主義的傾向，找錯了社會發展的動力，因而也看不到社會發展的方向。

其次，文化主義傾向。後現代主義者否定社會理論，並用文化理論(即話語理論)來置換社會理論，其認識論根源是對“外在實在”的否定，由於“所有後現代主義者都否認任何種類的假定獨立於個體精神過程和主體間溝通的實在觀念”，因而在他們看來，任務不在於提供現實，而在於發明各種隱喻性的談論方式，以便使無法呈現的事物可以被料想到。這種置換的邏輯是：在解構語言所指過程中把語言本身當成實在，所指的實在性只是在語言的上下文中確立起來的。這種唯心主義思路在社會理論中顯然不可能貫徹到底、這使得後現代主義者事實上超出文本上下文關係和話語範圍去談論社會的本質和變遷，“對客觀的、可觀察的、可觸知的、可控制的空間提出了詰難”，這些都是他們回避不了的實在。他們這種回避態度倒充分表現出他們對現實權力結構的無能，因為他們否定了建立新的合理權力替代不合理的現代權力的可能性．但他們卻試圖要人們相信他們的觀點是最好的——最公正、最適當、最真實，這不能不使他們陷入尷尬的情形中，這也證明：任何文化理論須有堅實的社會理論作基礎，否則難有真正的解釋力。

再次，無構想與目標。(在—定程度上)除德勒茲和加塔利之外，“後現代的目標不在於提出一組替代性假說，而在於表明建立任何諸如此類的知識基礎之不可能性。”似乎它的目標就在於批判和否定現代性，對後現代社會則少有構想和說明。在政治上祟尚犬儒主義，他們拒絕行動，回避選擇，對任何政治及社會運動都不接受、不參與、採取超然和冷漠態度。主張“後現代退卻”。認為如果拋棄一切，世界就將變得更美好。這種態度所起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從文化或文本的解構走向的是對現實的辯護、無奈和投降。這種態度與他們的文化保守主義傾向是一致的。

最後，後現代主義者所考察的社會是一個“沒有主體或個體的社會。”在此，主體失落在沖跨個體的各種解構的滔滔洪水之中。在解構和“處決”了現代主體這一社會的至高無上的建構中心之後，後現代社會理論把目光轉向被現代社會所塑造的邊緣者、被忽略者、非中心者和被剝奪權力者，他們作為映襯現代主體的“他者”是現代主體奴役和統治的物件：後現代理論試圖從這些人中發現“後現代個體”的影子。這種對現代社會理論所忽略的東西的關注是有意義的，但並未建立起後現代的、新型的社會理論。對後現代主義者關於“作者的死亡”的觀點，我們要做辯證的分析，就其目的要消除行為者即主體的責任而言，這是我們在現代化過程中所要謹防的；但它在另一方面則要抬高“讀者”的地位．提出“讀者主權論”，把讀者看成是一批情趣各異、精神飽滿、爭強好勝的人。然而吊詭的是：“如果權力被賦予了每—個讀者，那麼更多的權力感覺就純然是一種幻覺。”

